本檔案未經整理
和好聖事新詮——以「自覺」為倫理基礎所做的初次嘗試


               胡國楨
深入研究利瑪竇的〔天主實義〕中的修養論及倫理學1.後，發現天主教的「倫理基礎」觀念，與中國傳統儒家所講的極為相似；當時利氏所敍述與中國傳統的差異所在，如今的神學研究發現，似乎都可調和。所以，筆者在上次神學研習會中建議：應該嘗試以中國人主張的「自覺」角度發展中國本位的倫理神學，並進一步發展與此相配的「和好聖事」（或「懺悔聖事」）神學2.。
本文就是這個建議的最最初步的嘗試，缺失和偏差在所難免，倘若能引起先進的注意，抛磚引玉，於願已足。望教內諸先進以愛護後輩的精神，予以批評、指正。
首先，我們要再反省「罪的神學」，從梵二前不太完滿的罪觀，到以天主啟示的神學人觀為主的較合適的「罪」的真實意義，這是影響「和好聖事」實行措施的重要基礎；而後我們也要在此把中國傳統修養論中的相關因素提出加以比較，希望能夠找到連貫的「橋」。
然後我們要從新經記載中的有關因素出發，探討「和好聖事」在教會與個人再次「自覺」中的關係，找到「和好聖事」在中國修養論思想中應具備的要素。最後依現有「禮規」做嘗試性的建議。
壹、「罪的神學」在中國傳統思想下的再反省
梵二大公會議指出：「告解的禮節與經文應予修訂，使能明白表示本聖事的性質與效能」3.。這一宣告顯示：若干世紀以來，教會所行的「告解」禮——至少在現時代中——不能完全把這聖事的本質明白地表示出來；或者，換句話說，支持以往告解禮的神學思想背景不夠完滿，應重新反省補充。
和好聖事在傳統中的效能，最要緊的在於赦罪。討論和好聖事時的核心因素，也應該是有一個充滿正確的「罪的神學」，因此我們由此着手。
（一）不完滿的「罪的神學」
梵二前，教會的神學思想以士林哲學的體系做架構，强烈地受希臘亞里斯多德的「靜態實有觀」，及羅馬法律觀影響。「罪的神學」也不例外，其特色如下：
一、重視個人的得救。當時的「要理問答」，開宗明義地指出「人生在世上，就是為了恭敬天主，救自己的靈魂」。在這麼一個氛圍中，人們自然重視研究罪的個人因素，探討如何消除個人的罪而得救，較為忽略罪的社會性。
二、靜態的靈魂觀與罪的「東西化」。受拍拉圖二元論及其後亞里斯多德「型質論」的影響，士林哲學認為人可分為靈魂及肉身兩幅度。肉身在時空中的成長，並不會使靈魂本體有所改變，因為靈魂是神性的實體。人的罪好似「東西」，即人所犯的「惡行」，此「惡行」使靈魂染上了污點（靈魂本體沒有變，只是增加了一個外在的依附體）；而此類污點也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加而增多。這種污點只有在懺悔聖事中，籍神父的赦罪而被消除。
三、法律主義的傾向與罪的「個體化」。因羅馬法及希臘式正義觀的影響，士林神學過分强調天主公義的一面，把天主視作一個嚴厲的立法者和執法者。人必須服從天主所訂立的法條。如此，罪就被界定為：「人自由地在思、言、行為上違犯天主的法律或誡命的行為」。本來這個定義並無不妥，但是若太過分强調「法律」與法條的外在遵守，尤其只注意死的條文，而忽視立法精神，就會把罪「個體化」了，亦即把罪「物件化」。罪成了可以數的一個一個的「物件」，亦即違反法律的個體行為；因而注重罪的分類、罪的次數、罪的性質……，其目的在於判斷一個人是否犯了罪——即是否完成了一個違法的行為。
四、「告解聖事」禮儀生活的形式化。在上述的「罪觀」影響下，人人所注意的較偏重自己的靈魂，不斷省察自己的行為，判斷自己是否犯了這個罪或那個罪、罪的種類、次數等等；視天主為一個嚴厲的「審判官」，時時處處監視人是否遵守法律，並對違犯者加以懲罰。在這一心態下，告解成了接受懲罰，洗除所犯之罪的「法術機械」。因而造成某些人每隔一段固定時間（每週、雙週……）定時辦告解的習慣，及教會賦予教友每年至少辦一次告解的義務等形式化情況。漸漸使這聖事的實質意義被忽略。
（二）
聖經啟示及現代人觀中的「罪」及「皈依」
聖經中天主啟示的真正意義是：仁慈的、永生的天父藉着基督（與教會），在聖神內，在人類歷史中對人的自我顯現及自我贈予。這個自我顯現與自我贈予，由另一個角度來說，就是天主愛的召喚及愛的邀請，希望跟人建立起一種「愛的關係」。
人並非是靜態，且個別孤立的個體；却是一個不斷在成長、且與天主、他人和世界都有着關係的生活實體。人之受造是個整體，無所謂靈魂和肉身之分。整個人從受造的一剎那起，即開始進入無可逃避的成長過程。人成長的正常應有狀況是不斷地答覆天主愛的召喚——接受天主的自我贈予——越來越深地發展與天主間更親密的「愛的關係」。這天人間「愛的關係」，也可由個人自己與他人、及與世界間和諧關係的進展中，充分表達出來。
人之受造與別的受造物不同者，乃是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造成的——換句話說，人從創造者那裏領受了一項特殊的禀賦：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。因這禀賦能使人在自己的成長發展的過程中，有了自我主導方向的能力。本來，由人受造的本質上說，人因擁有這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同時也被賦給了一個責任——主導自己的成長方向，使之在正常應有的狀況中發展，亦即越來越深地發展與天主間更親密的「愛的關係」。可是，人也因為有了這個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所以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，也能夠拒絕負起這個責任，而使自己的成長脫離正常應有的狀況，使自己與天主間的「愛的關係」遭到破壞，亦即拒絕接受天主的自我贈予，對祂愛的召喚不予答覆。
「罪」的真實意義就是：人不願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責的一種基本生活態度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人基本上不願在成長的同時答覆天主愛的召喚，接受祂的自我贈予，與祂建立「愛的關係」。這種態度不只使人在成長中逐漸遠離天主，而且也破壞了自己與他人，和與世界間應有的和諧關係。
有了上述不負責任的「罪」的基本生活態度，具體表現於日常生活中的，就是違犯天主法律的言行。事實上，天主的法律對人的生命來說，並不是外在附加的東西，而是「創造」本身就已內涵著的因素，是受造的人與他人，及與受造的世界萬物間本有和諧關係的自然反映，是天主愛人的具體象徵和表達。受造的人成長若是正常，必然會使自己與他人，及與世界間的和諧關係維持正常發展，他的一切言行必定符合天主法律的要求。相反地，一個人若基本上就抱着拒絕與遠離天主的態度，必然影響他整個人的生活方向，時時處處違犯天主的法律，破壞自己與他人、及與世界間和諧關係的發展，當然也就破壞了自己與天主間「愛的關係」，而處在「罪」的狀態中了。
一個人對自己的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若真有誠意負責，就必定會設法使自己整個的成長，能在加深與天主間「愛的關係」的大路上，平穩持續地前進。若然，他即使偶爾一兩次輕微地違犯了天主的法律，不很嚴重地損害了一點與他人，或與世界間的和諧關係，本來也不會太影響他負責任的誠意，而改變了基本生活態度。不過，人的言行（尤其經常性的言行）對他的思想態度，會有相對性的影響力。假如一個誠心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責的人還常常疏忽，而有意無意地違犯天主的法律，破壞與人或與世界間的和諧關係，他就可能逐漸改變自己基本心態而不自知。所以，這些違犯天主法律的言行，實在很可能就是導人走向「罪」的管道、階梯。「罪」的基本生活態度的形成，事實上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多次違法言行對思想態度的影響而累積成的，所以，「惡行」有「罪」的傾向，傳統神學亦以類比性的說法，亦稱此「惡行」是罪。
總之，「罪」是人沒有誠意發展與天主間「愛的關係」的一種基本生活態度。這態度的形成須有一個「過程」，逐漸地與天主疏遠、淡薄，終至完全斷絕一切「愛的關係」的交往。擁有這種生活態度的人，也必不能遵守天主法律，與他人、及與世界間也不能維持和諧關係。
人若不幸墮入「罪」（或「類比性的罪」的惡行）的境況拒絕與天主交往，但天主的仁慈是無限的，仍然繼續不斷地藉着基督（與教會）召叫這個罪人，邀請他、愛他。所以，當一個罪人受到天主愛情的感化、吸引、提昇時，能夠再次決定「皈向天主」，再次「接受」祂的自我贈予，再次「回答」祂的愛的召喚，建立起彼此間「愛的關係」。這是罪人基本生活態度的改變——改變原先「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」，而邁向「與天主和好、走向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」——這種改變就是「皈依」的過程。
「皈依」的真實意義實在是：罪人因答覆了天主愛的召喚，而放棄原先不負責任的態度，開始願意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責了，並以這基本生活態度來使自己成長，繼續發展與天主間「愛的關係」。
「罪」是在一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，同樣的，「皈依」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，勉力實行遵守天主的法律的言行，而逐漸把罪人的基本心態扭轉回來，並非一次「痛悔」就可奏效。所以人的皈依應是不斷的皈依，越是親近天主，越是願意親近天主，也就越親近天主，與天主「愛的關係」也就越親密。
當然，「罪」破壞了人與他人、和與世界間和諧的關係，「皈依」的具體表現也就在使這和諧關係恢復，並繼續地正常發展。
（三）
中國傳統思想下的類似見解
以往不完滿的罪的神學把「罪」過分「東西化」了，另外還過分强調人意志上的自由。似乎人是在完全自由的狀況下，選擇了「罪」這個東西，而得罪了天主。在這種心態下談「罪的神學」很容易把罪當做士林哲學所謂的「實有」物，來正面敍述描寫。
本文在天主啟示及現代人觀的了解下談「罪」時，已摒棄了這種心態。我們正面敍述的是「天主的啟示」及「人正常的成長」。正常成長的人應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責，令其主導自己的成長方向，能走在建立天人「愛的關係」正路上。所謂「罪」是人不願負這責任的基本生活態度：這是人生命成長中的消極因素，是不能正面敍述描寫的。
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較强調人生命成長的事，極少注意其消極因素。但若要使這思想體系圓融完滿，也應從消極方面加以敍述配合，才能使正面所談人生命成長的理論更清晰明朗。這個工作可能就是聖經啟示能給中國傳統思想所做的補充，也是神學本位化該做的工作之一。
在中國傳統思想裏，宇宙終極實體是一個充滿靈性，有不斷創造生機能力的聖善根源，是一切生命的賦予動力（宋明學者稱「真幾」）。「天命之謂性」；這終極根源因而是「既超越又內在」於宇宙萬物生命中的。因為它的超越，宇宙萬物需要不斷地向它皈依；因着它的內在，宇宙萬物才有向它皈依的可能性。
人是宇宙萬物中最特殊的一個。人不只像瓦石、草木、禽獸一樣地，僅從「天命」處獲得物質生理方面的本性（孟子稱此本性為「生之謂性」的本性；宋明學者稱「氣質之性），這種本性沒有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只能順順當當地隨著流行的天命在宇宙間生生不息。人除了擁有這一層面的「氣質之性」外，還有更高（更深）一層的「天理之性」，亦即由「天命」處承繼了那「創造真幾」本身的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在人生命的道德實踐上能積極地發揮宇宙間本有的靈性和聖善，亦即能主動地積極掌握並創造、發展自己的生命，將之導向匯合入流行的天命、天道之中，與之完全契合：此乃「皈依」宇宙終極根源的意義。
天命、天道是「誠」。誠者成也：是完成，滿全一切美善的意思；亦即天道能使天地萬物各歸各位，關係諧和。宇宙萬物「皈依」宇宙終極實體，就是說萬物能在自我發展中保持既有的和諧關係。孟子說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」（離婁）。人與其他萬物不同者乃因為人有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而應對這「皈依」的實現與否負責任。換句話說，人有責任善用此一自主能力，使自己的生命逐漸達到人成長的最高目的——匯合入流行的天命，與之完全契合。中庸所言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及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（二十章），就是在强調人之所以為人，擁有這一責任的必然性。一個人若不願負起這使自己契合天命的責任，中國人就會罵他不是人，而是「禽獸」，是小人。
這個被稱作「禽獸」或「小人」的人，事實上就是基督徒意識型態中的「罪人」。這「小人」不願負責實現契合天命、天道的基本生活態度就是「罪」了。
凡人均有「天理之性」，能使人自主地引導自我生命契合天命；可是人的「氣質之性」却缺乏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其間合乎道德的因素雖也會促成「天理之性」的透顯，但其間亦有不合道德性的因素，時時處處在阻礙「天理之性」的透顯。一個對自己生命成長負責任的人，必會時時從事「變化氣質」的「復性工夫」，努力使自己合乎道德性的氣質更順適條暢而得其正，使不合道德性的氣質逐漸轉化而歸於正。人之所以會努力修養這「復性工夫」是因為人「自覺」到自己有成為「人」的責任，而負起這個責任的表現。
努力「變化氣質」使「天理之性」透顯的人，必能以「誠」對待一切，使自己與他人、萬物、宇宙都有和諧的關係，亦即表現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「仁民愛物」等特質。所以中庸說：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」（二十二章）。「與天地參」乃真正匯合入流行天命之中，相當於基督徒所謂之「與天主間有愛的關係」，達到此境界，必與他人、萬物、宇宙間都有和諧關係。沒有「自覺」願負責使自己真正成為「人」的「小人」，自然而然就不能維持這個和諧關係了。
誠如基督徒們相信：仁慈的天主永不會因罪人的不答覆，而停止對他發出愛的召喚；同樣，中國傳統思想也認為「小人」有不願負責使自己契合天命的基本生活態度，但天命、天道却是永遠不停流行於宇宙萬物之間，所謂「天行健」，使得天地萬物永遠和諧。也因這外在的和諧現象，加上「小人」內心深處「天理之性」良心的不斷呼喚，會在他本有良知浮現，而「自覺」到自己有成為「人」的責任，而逐漸改變原先消極的基本生活態度，而開始願意對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責，有了基督徒「懺悔」的意識，而逐漸回頭皈依了。
懺悔皈依並非一蹴可幾，而是一個過程。按牟宗三先生的看法，就是「自覺」了的人，在做「變化氣質」的「復性工夫」。這工夫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要件：一為「覺」；另一為「健」。
「覺」是悱惻之感，即孔子所謂「居處不安」（論語陽貨）的「不安」之感；亦即孟子「惻隱之心」「羞惡之心」等；也就是基督徒的「懺悔之心」。面對氣質中不善不正的因素，先在懺悔中正視那知是知非的內心之明——即超越的內心之明，在這裏定住，變成自覺的，然後步步彰顯之，步步照射出罪惡的具體意義，如此步步地予以消化。如此那消極不負責任的基本生活態度，就一步一步化解，而邁向負責的生活態度了，也會使自己與他人、世界等的不和諧現象化解而成為和諧了。
「健」是永遠自强不息的意思。中國傳統思想認為：人再努力，再加强做「變化氣質」的「復性工夫」，總是不能在有生之年達到「聖人」的境界，所以終其一生都應努力地「覺」，不可絲毫懈怠，這才是避免墮入「小人」消極對生命成長方向不負責的基本生活態度的必要措施。
總之，基督徒意識型態中的「罪」的狀態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雖未明白說出，但却是實有的：也就是被人罵作「小人」的人，不對生命成長方向負責的基本生活態度。有了這種生活態度必與他人，世界間不存在和諧關係。但因天命的流行現象及天命在人內的良心不斷的呼喚，會令這人「自覺」而懺悔皈依。這「自覺」的心態應終身維持，否則又將墮入「罪」的基本生活心態中了。
（四）
自由、自覺及負責
本文不再把「罪」視為「東西」，可自由地取得或被赦免，除去；而視之為一種對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的不負責基本生活態度。這種說法與聖經啟示及中國傳統思想都相符合。
但是，到目前為止，教會內說明倫理生活及「罪」的有關理論，都仍然以出自希臘哲學思想的「意志自由」（注意：不是保祿所說的「基督徒的自由」）做基本出發點。這一說法强調倫理行為中的「選擇」。在以往不太完滿的「罪的神學」中，把「罪」東西化、個體化時，每一個惡行都是「一個罪」，這「意志自由」在判斷「是否犯罪」的考慮上極為重要。可是今天的心理學研究顯示，人的每一倫理行為有其「支配性的傾向」（dominant inclination）4.，並非有完整的「意志自由」。
於是有了「基本抉擇」的主張。這也就是本文「罪是不負責任的基本生活態度」說法的理論基礎所在。「我是不是要隨着人性應有的傾向而致力於自我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呢？或是放棄努力而讓低級的衝動駕馭我的理性，奴役自我呢？」這是每一個正常發展的人遲早要做的，也是屢次重新再做的抉擇，這抉擇的對象是整體的自我：使「我」更成熟，或是「我」要停止前進5.。這「基本抉擇」事實上就是「自覺」的另一說法。
本來，教會以「自由」來描寫倫理生活及罪，就是要强調其中的「責任」；中國傳統上以「自覺」來談修養問題，所强調的也是「責任」：面對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，使自我朝向人性生命應有的方向成長的「責任」。所以二者的說法是相通的。罪是不負責任的生活態度；懺悔皈依是回頭開始負責任地面對人生的成長。
貳：「和好聖事」實施建議
依照中國傳統思想及基督徒信仰的綜合觀點來看，信仰基督的人在受洗時有了第一次徹底的「自覺」，開始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負完全責任，邁向皈依天命，建立天人間「愛的關係」，與他人和世界都保持和諧關係。按理說，這樣的一個基督徒已經擺脫了「罪」的勢力束縛，開始一個嶄新的生命才對。可是活生生的事實告訴我們，理想歸理想，日常生活却不如此。因此若望宗徒告誡說：「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，就是欺騙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們內」（若壹一8）。中國傳統思想中雖沒有那麼清楚地肯定，「自覺」了的人也會再墮落；但也勸人「健」，不可懈怠修養工夫，顯然也暗示墮落的可能性。
（一）
新經中「和好聖事」的有關因素
初期教會如何處置犯了罪的教友呢？首先，「不要把他當仇敵看待，但要把他當弟兄規勸」（得後三15；並參閱迦六1~2）。若規勸不聽，就「不要與他交接往來，好使他慚愧」（得後三14），這斷絕往來就是「教會團體把重大罪人驅逐出教會，以等待他的悔改」的意思（參閱格前五4~5）。
規勸與驅逐雙軌並行的主張，最終是出自耶穌之口（瑪十八15~18）。驅逐當然也是為了教會本身的好處，避免其他教友學習惡表，而且維護整個「基督奧體」的完美（格前十二；格前五7）；不過，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等待犯罪者的回頭，非不得已絕不輕言驅逐（格後二5~16）。
初期教會團體面對犯罪教友所從事的規勸、驅逐、寬恕、和好的一連串行動，就是當今教會和好聖事的基本雛形。
初期教會把「驅逐」和「和好」兩行動判決的權威，都放在耶穌基督本人身上，因為耶穌親自向門徒說：
「你們赦免誰的罪，就給誰赦免；你們存留誰的，就給誰存留」（若廿23）。
「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縛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」（瑪十六19；十八18）。
若望福音的這一段話，特利騰大公會議視為「和好聖事」的聖經證據6.。瑪竇福音中的「束縛」及「釋放」二詞，在當時的猶太文學中有法律意義，表明伯多祿及宗徒們得有耶穌本人的授權7.，有「驅逐出」及「接納返回」教會的權柄，比若望所說的僅僅「赦免」及「存留」個人的罪，更富團體意義。
教會的這些驅逐或和好的行動都應在祈禱中進行（若壹五16；雅五16；瑪十八18~20），在無條件、無限制的寬恕精神的祈禱中進行（瑪六12~15，十八21~22）。彼此完全的寬恕，是天主寬恕我們最好的象徵，所以在一個團體祈禱的儀式中進行「和好聖事」，大家一方面表示彼此兄弟姊妹的接納、安慰、寬恕，同時分享天主，經由基督賞賜的赦罪救恩。這是新經有關「和好聖事」的啟示因素。
（二）
「和好聖事」是教會接受並祝福再次的「自覺」
依照新經的啟示，「和好聖事」雖也有赦罪的功能，但是畢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功能。赦罪只是個人享有的恩寵，「和好聖事」的團體意義也應被重視。
至於「赦罪」，也不能再以舊的，不完滿的「罪」的觀念來說明了。「赦罪」並不是經由司鐸法術式的行為，把靈魂上一個一個的污點洗淨，以恢復原先的光亮清潔；而是天主接受一個人的懺悔，答應他，與他恢復「愛的關係」。
在罪人方面看，懺悔實在是放棄原先對自己「自主性創造能力」不負責的基本生活態度，而願重新開始懷著負責任的生活態度，願與他人、世界都維持應有的和諧關係。按我國傳統思想的說法，這是再次的「自覺」。
教會代表天主及基督接受並祝福他這再次「自覺」的儀式，就是「和好聖事」的儀式。
在我國傳統思想裏，並非一個已經墮落成「小人」的人，才需要再次「自覺」。而是所有已經自覺，在修養工夫上日進於德的每一個人都需要不斷地進一步「自覺」，這是「健」的工夫。這一點應用到「和好聖事」上，正好可較充分地象徵出其團體幅度。
人活着，絕沒有人能達到不需再自覺的聖人境界；而且更需要不斷地向兄弟姊妹我們願意和他們維持和諧的關係：祈求他們的寬恕，並表示自己也寬恕他們。這個祈求寬恕並表明寬恕他人的行動，也可激起我們進一步「自覺」的動力，使我們對生命負責的基本生活態度有更深厚、更穩固的基礎。「和好聖事」若能也表達這一面——團體在祈禱中表示接納，寬恕每一個人，每一個人也表示需要別人寬恕、接納自己——教會團體所有成員共同分享基督赦罪救恩，與他人及世界恢復和諧關係的實質意義，就可真實地象徵出來了。
至此，我們可以綜合地說，「和好聖事」在我國傳統思想重視「自覺」的氛圍中，應在特別考慮下列諸要素的情況下設計實行措施：
一、應將「和好聖事」的措施併入整體靈修（修養工夫）生活重要的一環，是助人完成自我生命契合天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。
二、藉此聖事的參與，能再次加深，並培養更穩固的「自覺」心態，更願對自我生命的成長負責。
三、能在團體祈禱的氣氛中擧行「和好聖事」，並給每人機會表明需要同伴寬恕自己，也同時表達切望寬恕同伴的心意：如此具體象徵「和諧」的實現。
四、司鐸以教會團體的名義代表天主，表示接納並祝福參與本次聖事禮儀者——他們再次（或更深）的自覺心——亦即表明天主答應跟每位參與者恢復（或加深）彼此間的「愛的關係」。
（三）
嘗試性的建議
一九七三年頒佈的新「告解禮典」，不論「個人告解禮規」「集體擧行聖事，但個別告明和赦罪禮規」或「集體擧行聖事、告明及赦罪禮規」，都已有明顯的改進。主禮者只要妥善運用，「法術機械」式的洗淨罪污的印象可以避免，且教會團體的祈禱意識也很强。筆者僅就如何運用這些禮規配合上述諸要點加以發揮。
首先，在日常生活中重視教友們的靈修生活，這是積極培養天人「愛的關係」，及與他人及世界間和諧關係的必然修養工夫。也鼓勵教友多參與感恩禮，藉聖體聖事與天主具體結合的象徵，達到彼此「愛的關係」的加深；在感恩禮中也表達兄弟姊妹間寬恕之情，有具體的「和諧」象徵。事實上，在平常利用感恩禮來表達「懺悔、求赦罪」的心情，足以不斷地培養「更深厚、更穩固」自覺心態了。
其次，鼓勵教友在感到良心不安，尤其嚴重的良心不安時，找神父做「個人告解」。目的當然不只是為除去「罪污」、洗淨靈魂；而是自己已經墮入嚴重的「對自己生命成長不負責的基本生活態度」的危機，需要慎重地向天主表明「再次自覺」的心意。表達人靈最深「再次自覺」，也就是在自我最深處再次面對自我，在自我單獨的情況中進行最適宜。
為普通的好教友，長期生活在對自我生命負責的情況中，沒有嚴重的良心不安事情，也常常參與感恩禮，勤領聖體聖事。他們並不需要向天主常常表達慎重的「再次自覺」心意，我們需要為這些教友每年設計若干次的「和好聖事」禮儀，以提醒、培養、加深他們的自覺意識。
由於是為了培養、加深「自覺」心態，所以不宜經常而草率的擧行。每次擧行「和好聖事」之前應有一段夠長的時間，讓參與者能回到自我內心的深處，檢視生活基本態度是否發生偏差，在哪些方面仍有改善的可能。這是加深自覺心態必要的過程，假如能幫忙他們面對完人典型耶穌基督的芳表，襯托出自己的不足，更能激發更深一層的自覺心。這些最好是在一次靜修（退省、避靜）中進行。
需要這種每年若干次加深「自覺」心的教友是絕大多數，對他們來說具體地表明需要被人寬恕及願意寬恕人的心願，比抽象地表明「自覺」心態更為重要。所以這種和好聖事適於集體擧行，至於有無個別告明，可視情況而定；赦罪既是教會代表天主及基督接受並祝福每人的再次或更深的「自覺心」，故集體擧行較佳。
所以，筆者建議每個基督徒基層團體及堂區，每年為教友擧辦若干次小型的靜修活動（避靜、退省），或一天，或半天，都以「集體式和好聖事」做結束。禮儀中加上教友們祈求別人寬恕，並表明寬恕人的心願的部分。赦罪時，司鐸不只表示代表天主及教會「赦罪」，也能表明天主接受每人的懺悔，答應與每人恢復並加深「愛的關係」；還要說明大家彼此間已有更和諧的關係，也與世界萬物有更深和諧關係，希望大家珍惜，不斷努力加以保持。
結
語
以上建議似乎不只合乎我國傳統思想的修養工夫途徑，也比較合乎天主啟示的神學人觀；實施起來也不太麻煩，不知適當與否？尚望教內先進評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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